
1924192419241924：联俄容共

1924年 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辞中说：“此次国民

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

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稍后，具体操作这两件事的方式，则是向苏俄学

习，与苏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跨党进入到国民党里面来，即所谓“联俄容共”。

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

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

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

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

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 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

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

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

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

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山不惜代价

【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

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

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

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

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

年 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

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

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

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

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 1月 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

要点：1、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

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

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孙氏认为中东铁路

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越飞向孙

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苏俄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但宣言的实质则是：苏俄从孙中山

这里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1、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

驻军的合理性；2、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

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而孙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飞的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

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从之后“联俄容共”的史实来看，越飞的这个保证毫无约束力。整个“联俄容共”期

间，苏俄及其支部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将国民党同化乃至吞噬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努

力；而且这种针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输出，一直都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而为了获取苏俄

的资金和军事援助，孙中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公然的意识形态输出。

孙氏的积极让步，终于换来了莫斯科的“投桃报李”。1923年 5月，越飞接到了苏俄政

府转发给孙氏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

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

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

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在俄援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氏重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但孙氏的积极让步，让正

在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 8月，苏俄代表开始在北京与

顾维钧等中方代表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

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也不能打开局

面，其外交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但孙氏的介入，立刻扭转了苏俄在谈判中的被动，谈判结

果也可想而知。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

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

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

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二、渴求获得苏俄的【二、渴求获得苏俄的【二、渴求获得苏俄的【二、渴求获得苏俄的““““革命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技术””””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全全全全

冒险】冒险】冒险】冒险】

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

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氏自然不可能体会不到，这告诫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意识形态输出



的冲动，但他仍在给越飞的复电中如此说道：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

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所谓“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实则意味着孙氏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

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氏曾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

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政党组织

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以蒋介石为

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12月 15日，代表团回

国抵达上海，团长蒋介石很反常地没有继续前往广州，在将自己的《访俄报告书》托人转呈

给孙中山后，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蒋氏的这份《访俄报告书》，迄今未见公开。其中内容，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

中曾有所提及：“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

的意见”；具体意见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其大意是清楚的——蒋氏去世后，其子蒋经

国在写了一书《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到：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

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氏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这是其能迅速得到孙中山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

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蒋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

一起的。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蒋氏既有这种认知，又深知孙中山“联俄”之心已决，且寄希望于

用自己的访俄亲历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的蒋氏 ，

也就只好选择半路“逃回老家”了。

孙氏给隐居溪口的蒋氏发了急电，“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

俄合作办法”，蒋氏遂于 1924年 1月 16日回到广州，向孙氏就访俄见闻作了口头汇报，但

其意见并不能说服孙氏中止“联俄容共”——“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

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分子能在本党领

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蒋氏在

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如此回忆道。

在蒋介石看来，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

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1924年 3月，他曾致信廖仲

恺说：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

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

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 ，



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

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

作”的破裂：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

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

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

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转引自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

民党的清党》，新华网）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这种用心，但他似乎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

可以在获取苏援和抵制“赤化”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 ，

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 共产

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

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但孙氏真的“自有处理之法”吗？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精神分裂

【一、屡屡将【一、屡屡将【一、屡屡将【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与与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解释成一个东西】解释成一个东西】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

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根本就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

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

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

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赤化”形象，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

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 1923年 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

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

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

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见：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

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

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但孙氏

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

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

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

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

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

的影响。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 ，

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

论”；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

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

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 1924年 1月 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

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

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

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

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

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

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 。

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

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

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

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

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

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

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



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

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

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 1924年 1月 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

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

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

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

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

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

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

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

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

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作作作

系统批判】系统批判】系统批判】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

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

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

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

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

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

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

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

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 2月 9日，当

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

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

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 8月到 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

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

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

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

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

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

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

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

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

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

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

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

须这样去做，因为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语：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

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 1925年 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

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

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

基层中去。比如 1926年 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 80%
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 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

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

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 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

“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

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

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 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 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

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

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

必然导致 1927年的国共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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